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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至迟在南朝萧齐时期，形成了陵墓拼砌砖画的完整形制，并且至少在萧梁时得到沿用。

墓壁后部的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，如同屏风围绕在墓主周围，借这些“不宾之士”，强调帝王“明王圣

主”的品质和追求，是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反映。墓壁其他部分为由龙虎引导的上层“天人”

和下层仪仗出行的组合，总体上以仪仗卤簿表达墓主身份并以升仙为目的，由于墓室空间的限制，

这一部分被挤压而显得布局奇特。透过对南北朝陵墓和墓葬图像的对比观察，或许有助于墓葬文化

研究的深入推进。 

 

南朝陵墓中以羽人戏龙、虎和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为代表的大型拼砌砖画（又称“拼镶砖画”“砖刻壁

画”“砖印壁画”等），是中国古代陵墓及美术研究中的经典话题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20 世纪 60

年代对该类拼砌砖画比较集中的发现和报道，引起学界极大兴趣，对其年代、墓主、题材、风格、

源流、意义、制度等进行了广泛讨论。21 世纪初，相关材料又有重要拓展，学者们在继续对上述问

题展开讨论的同时，还特别重视砖画复原、制作技术等。现阶段对砖画使用阶层、题材布局及绝大

多数墓葬年代等问题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。在此基础上，也有学者进一步讨论其整体布局与意

义。确实，南朝完整组合的大型拼砌砖画皆出自最高统治阶层的陵墓，且总体上具有强烈的一致性

和制度性，其设计当然具有整体和具体的意义，并非一般墓葬装饰可比。而其中也必然体现着南朝

帝王的政治、文化观念及其对死后的愿望，反映着多重的历史信息。因此，笔者不揣浅陋，希望在

既往研究的基础上，对重要题材及其组合意义等问题作进一步探索，以求正于学界。 

 

一、墓室后部的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   

 

具有大型拼砌砖画的南朝陵墓分布于江苏南京和丹阳地区，目前发掘并报道有南京西善桥宫山墓[1]，

油坊村罐子山墓[2]，栖霞新合村狮子冲 1 号墓、2 号墓[3]，雨花台石子冈 5 号墓[4]，铁心桥小村 1

号墓[5]和丹阳鹤仙坳墓[6]、吴家村墓、金家村墓[7]。除个别时代争议较大（如对宫山墓时代的认

识涵盖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），绝大多数集中在齐、梁两朝[8]，墓主皆为南朝皇帝和王，特别是题

材完整者，学界一致认为属于帝陵规制（包括以帝陵规格下葬者）。墓葬均为带甬道的单室穹隆顶

砖墓，遭到严重盗掘和破坏，尤其是顶部均坍塌缺失，且有部分墓葬未按原设计拼砌。不过经过学

界的努力，已基本弄清了砖画的题材布局并达成一致认识，尤其是甬道和墓室两壁的砖画[9]。 

 

墓室后部两壁的主体部分是最受关注的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（以下简称“七贤”）砖画，八位人物以树

木为间隔，大致对称地分布于左右两壁。一般来说，左壁（以墓中自身方位为准，若按坐北朝南的

理想方位即为“东”）自前向后依次为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荣启期，右壁为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王戎，

多具题记，部分题记甚至个别人物顺序也存在错写和错置的情况，但原本归属和位置清楚，不致混

淆〔图一〕。 

 



 

〔图一〕 南京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（拓片） 

 

对于“七贤”砖画的功能，学界多认为是对屏风的模拟 [10]，即一位人物为一扇，由于后壁不使用砖画

而对称置于两侧壁后部，实际可能表现围绕墓主的屏风。就目前材料来看，此说比较合理。因为，

持此说的学者们都注意到，被普遍认为深受南朝墓葬影响的山东地区北齐壁画墓中，就有在墓壁绘

制屏风的例子，而屏风的主题正是树下高士，而且也是一扇屏风一位人物〔图二〕 [11]。大致同时

和稍晚的北魏葬具，也有表现屏风的做法，如围屏石床（榻），其屏风的主题之一也是历史人物。

不过，北魏屏风上一般刻画孝子、列女，与南朝的高士有所区别。《水经注·漯水》记载北魏文明太

后冯氏的永固陵中有祠堂（永固堂），“堂之内外，四侧结两石砆，张青石屏风，以文石为缘，并隐

起忠孝之容，题刻贞顺之名”[12]。是同时期的北魏陵墓雕刻中有孝子、列女屏风的确证。 

 



 

〔图二〕 北齐崔芬墓东壁壁画 （摹本） 

 

应该说以孝子、列女等历史人物为屏风题材是汉代以来的传统。如西汉羊胜《屏风赋》云：“画以古

烈，颙颙昂昂。”[13]《后汉书·宋弘传》亦云：“御座新屏风，图画列女。”[14]刘向《别录》中自述：

“臣向与黄门侍郎（刘）歆所校《列女传》，种类相从为七篇。以著祸福荣辱之效，是非得失之分，

画之屏风四堵。”[15]在孝文帝汉化和推行儒家孝道的大背景下，丧葬文化中孝子、列女屏风的流行，

是容易理解的。屏风绘画孝子、列女的形式也为南朝继承，列女甚至是南朝绘画最重要的题材之一，

孝子屏风也见有记载，如萧齐范怀珍就有“孝子屏风行于代”[16]。然而，南朝帝王陵墓中虽也继承了

屏风绘制历史人物的传统，但这里的历史人物却是往往不与当政者合作的高士，显得比较特殊，也

形成一种张力，成为需要特别予以理解的问题。对此，学界目前大致有两种倾向的解释。一种是认

为这些高士已经神仙化了，是墓葬文化中神仙观念的表现 [17]。另一种则认为仍然是更倾向于现实

的高士图像，在南朝尤其是刘宋帝王附庸风雅的背景下，被皇家丧葬制度所吸收 [18]。近来也有学

者持综合二者的态度[19]。 

 

确实，由于魏晋玄学的流行和门阀士族的发展，对高士的钦慕在两晋成为一种文化风尚，并延续至

南朝，东晋南朝的大画家手下也创作了众多的高士甚至是七贤图画。南朝帝王尤其是萧齐以来，一

方面也具有“士人化”的倾向[20]，而此时的士人文化中自然有深受玄学影响的高隐内容。这当然是高

士、七贤题材进入陵墓装饰的一个大背景，此点前人之述备矣。但仅此仍然不能完全弥合高士与帝

王之间存在的巨大政治张力，即为何是南朝帝王暂时放下了政治上二者的“违拗”关系，将不与政权

合作的高士作为陵墓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？要知道，此时正是魏晋“薄葬”以后陵墓制度的重建时期，

大型拼砌砖画显然是作为新的陵墓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。国家最高层面的制度建设不同于私密的

个人喜好，不可能不顾及甚至是“违拗”政治需求，相反，它应该一定程度上显示着统治者的政治观

念。 

 



笔者进一步注意到，正是在南朝早期，高士不仅是士大夫钦慕的对象，甚至演化为历史和政治观念

中的一个重要结构。虽然这类不与当政者合作的人物，自伯夷、叔齐的故事以来就屡见不鲜，有的

甚至进入史传，且魏晋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收录他们言行的著作，如嵇康《圣贤高士传》、皇甫谧

《高士传》《逸士传》等，但众所周知，在正史中为其专门列传，作为历史叙事的一个正式结构，

是从南朝刘宋范晔的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开始的[21]。范晔《后汉书》虽然还不是官修，却毫无疑问

是按正史意识撰写的。而且，其后萧梁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、萧子显《南齐书·高逸传》以来的正史

的这一部分，显然完全继承了范晔开启的这一传统，将高士、隐逸放到了与儒林同等的地位。 

 

皇甫谧《高士传》开篇即云：“孔子称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”[22]将隐逸高士的意义上升到统治

的高度，这也是范晔等专门设置《逸民传》的目的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即云：“《易》称：‘《遯》

之时义大矣哉。’又曰：‘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’是以尧称则天，不屈颍阳之高；武尽美矣，终全孤竹

之洁。”[23]为“不事王侯”寻找经典和历史依据，并与帝尧、周武王这些明王圣主相联系。《逸民·周

党传》中就直接说：“自古明王圣主，必有不宾之士。”[24]当时的统治者显然也高度认可这一观念，

梁武帝曾命沈约撰写招隐敕文，而他本人却认为应召者不如那些真正的“不事王侯”者[25]。敕文中自

身就写到：“山林之志，上所宜弘，激贪厉薄，义等为政。”[26]充分强调高士的政治作用。齐梁统治

者在为陶渊明等隐士所写的大量序言、碑志等中也都突出强调了这一点 [27]。最可说明问题的是，

东晋末与刘宋建立者刘裕争夺权力的桓玄的一件事迹。《晋书·桓玄传》载 [28]：（桓）玄以历代咸

有肥遁之士，而己世独无，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，并给其资用，皆令让而不受，号曰高士，

时人名为“充隐”。 

 

此事在《晋书》中被描述为桓玄称帝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准备事件。桓玄在建立桓楚政权的过程中，

正是出于对“自古明王圣主，必有不宾之士”的深切认同，于是找到著名高士皇甫谧的后人，让他假

装不受其利禄，扮演“高士”。这一举动当然是统治者的政治表演，用来彰显其政权合法性。桓楚如

此，刘宋乃至后来的齐、梁未必不如此。笔者认为，这才是“七贤”砖画被设置于南朝帝陵制度中的

直接而深刻的原因。是在高士文化流行的大背景下，以当时特殊但流行的观念，对“明王圣主”、政

治开明的强调。高士屏风围绕着统治者，正是对梁武帝《搜访隐逸诏》中“朕听朝晏罢，尚想幽人”[29]

的明君风范的标榜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竹林七贤虽非都是绝对的隐士，有的后来甚至身居显要，但后

世人们向来是将其作为不拘名教、不事王侯的代表，这从砖画中将其与先秦著名隐士荣启期相组合

的情况中便可明白看出。沈约《谢齐竟陵王教撰<高士传>启》云：“叔夜（嵇康）士安（皇甫谧），

书高尘于后。”[30]庾肩吾《赋得嵇叔夜》云：“著书惟隐士，谈玄止谷神。……广陵余故曲（指嵇康），

山阳有旧邻（指向秀）。”庾信《奉和赵王隐士诗》云：“阮籍唯长啸，嵇康讶一弦。”[31]可见，当

时人确实是将嵇康、阮籍、向秀等视作隐士代表的。由于南朝陵墓层次简单，缺乏如同北朝墓葬那

样的围屏设置，这一屏风表现题材被直接置于两侧壁面，造成了对墓室中其他题材和组合的挤压和

打破[32]，影响到我们对陵墓砖画布局意义的整体理解。 

 

 二、墓室中的“升仙——出行”题材与组合 

 

除了位于后部的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外，墓室两壁拼砌砖画大致可以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层，上、中

两层皆在“七贤”之前（“七贤”实际上处于中层后部），下层则横贯整个砖画底部，这三层总体上为朝

向墓门的神仙、神兽、仪仗出行。 

 

上层为一名飞行于空中的持节仙人〔图三〕，鹤仙坳与金家村墓中，持节仙人下方（也位于中层龙、

虎头部之后）尚有三名形体较小的飞行仙人〔图四〕，手中持物，前后相从[33]。自题为左、右“天

人”。由于接近墓顶部分保存情况较差，是否所有墓葬皆为一致，尚不完全清楚。但从多数墓中发现



的带有“天人”题记的砖来看，题材组合完整的墓葬应该皆有这一部分。中层即形体颇大的羽人戏龙、

虎题材，自题为“大龙”“大虎”。龙在左壁，虎在右壁，龙、虎在羽人引导下朝墓门方向飞奔〔图四〕。

龙、虎后即“七贤”砖画。下层左、右对称，为连贯的四组仪仗人物向墓门方向出行。从前向后依次

为甲骑具装、持戟武士（步）、扇盖羽葆（步）和骑马鼓吹，分别自题为“具张”“笠戟”“散迅（迅繖）”

“家脩〔”图五〕。 

 

〔图三〕 丹阳金家村墓持节 “天人” 砖画 （左壁， 拓片） 

 
〔图四〕 丹阳金家村墓羽人戏虎及天人砖画 （右壁， 拓片） 

 

〔图五〕 丹阳金家村墓仪仗出行砖画 （右壁， 拓片） 

 



以往的研究在意义解释上，往往将上部（包括上、中层）的龙、虎及仙人出行，与下部仪仗出行分

作两个层次，前者表现升仙愿望，后者表现仪仗卤簿。这样的理解当然是合理的。但笔者更进一步

认为，上、中、下三层的面向墓门的出行砖画，实际上都可以统一到一个更大的出行层次上来。 

 

在大体同时和稍晚一些的东魏、北齐陵墓中，墓道两壁主要绘制以龙、虎引导的上、下两层出行，

上层为神人神兽，下层为仪仗卤簿。目前发现的比较确定的北齐陵墓，有可能属于齐宣帝高洋的河

北磁县湾漳壁画墓[34]。墓道左（东）、右（西）两壁前端分别为形体颇大的龙、虎，龙、虎前尚

有一名神人神兽引导，其后分为上、下两层，上层为飞行云中的各种神人神兽，下层为一列连贯的

持兵器、羽葆、旗幡等的仪仗出行〔图六：1、2〕。而东魏时期的磁县茹茹公主墓[35]，虽然可能

由于墓主年龄尚幼，规模有所缩小，但墓道两壁壁画中仍然具备前端龙、虎引导其后神人神兽（上

层）、仪仗（下层）出行的模式〔图六：3〕。磁县东魏皇族元祜墓[36]，虽然壁画保存情况较差，

但墓道两壁前端也发现了龙、虎[37]，可能已具备类似模式。而目前所见北齐其他高等级壁画墓，

如太原东安王娄睿墓[38]、武安王徐显秀墓[39]和忻州九原岗壁画墓[40]的墓道中，虽也绘有规模宏

大的仪仗或神人神兽出行，但似乎尚未见以龙、虎引导的情况，或许与此时期的皇家规制有一定关

系[41]。由于洛阳地区高等级壁画墓材料的缺乏，稍早一些的北魏洛阳时期是否已形成这样的壁画

规制[42]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然而，洛阳地区出土的一些北魏石棺的两侧板上，出现了由羽人引导

龙、虎出行的雕刻，而且一些龙、虎背上还出现了男、女人物乘骑的情况〔图七〕。一些石棺的龙、

虎后面甚至出现了吹奏乐器和持幢盖等物的仙人跟随的情况[43]。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羽人引导龙、

虎升仙的流行题材，有些同时具有仪仗因素，而学界普遍认为这一题材受到南朝的影响。 

 

 

〔图六〕 北朝陵墓墓道壁画 

 



 

〔图七〕 洛阳出土北魏曹连石棺 （摹本） 

 

因此，在对比同时和稍后北朝墓葬尤其是陵墓的墓道壁画模式后，笔者认为，南朝陵墓墓室两壁砖

画（除“七贤”外），也应该整体属于一个更大的出行组合。这个出行的最前端应该也是由龙、虎引

导，其后分为上、下两个层次。上层为“天人”，前后相从的三个小“天人”本身就处于龙、虎头后。上

方的大“天人”持节，而这种以持节仙人引导的图像是西汉晚期以来墓葬中的常见题材，表达的显然

是升仙理想[44]。下层为仪仗出行，表现帝王排场。而以仙人引导的龙、虎作为两个层次的前端，

在表现身份等级的同时，表达出行的最终目的，仍然是神仙世界。与北朝陵墓拥有长斜坡墓道可以

充分表现这些内容不同，南朝陵墓一是规模较小，二是受环境条件所限，墓室较浅，墓道很短，只

能将这些内容压缩在墓室两侧壁上。又由于表现层次的缺乏，将模拟屏风的“七贤”题材安置在墓壁

后部，进一步挤压和打破了整体设计。使得以龙、虎为引导的上、下两层出行队伍，显现成目前所

见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布局形式〔参见下文图九〕[45]。 

 

升仙是汉代以来墓葬图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，但将之与仪仗队伍完全整合起来，表现成一个一以贯

之的队伍，恐怕是在前代基础上，南朝陵墓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这既有墓室小型化和简单化，

导致图像题材集约和整合的客观原因，也有神仙思想更加世俗化的影响。从东晋葛洪的《神仙传》

等来看，比起东汉以前的升仙场面，此时人们更加注重神仙的威仪和扈从仪仗的排场了。如仙人王

远“乘羽车，驾五龙，龙各异色，麾节幡旗，前后导从”，仙人沈羲“忽逢白鹿车一乘、青龙车一乘、

白虎车一乘。从数十骑，皆是朱衣仗节，方饰带剑，辉赫满道”，仙人茅君“登羽盖车而去，麾幢幡

盖，旌节旄钺，如帝王也。骖驾龙虎麒麟白鹤狮子，奇兽异禽，不可名识”，而在仙人葛玄的传记中

描绘神仙降临时“幡幢旌节，焕耀空中，从官千万”[46]。六朝时期的《汉武帝内传》中记西王母降临

时：“云中有箫鼓之声，人马之响。复半食顷，王母至也。县投殿前，有似鸟集。或驾龙虎，或乘狮

子，或御白虎，或骑白麟，或控白鹤，或乘轩车，或乘天马。……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，驾九色斑龙。

别有五十天仙，侧近鸾舆，皆身长一丈，同执彩毛（旄）之节。”[47]也是由鼓吹奏乐、龙虎等神兽

和扈从仪仗等组成宏大场面。同时，统治者的升仙理想往往最终还落脚到垂庆皇家的愿望。如陆机

《前缓声歌》云：“游仙聚灵族，高会层城阿。……肃肃霄驾动，翩翩翠盖罗。羽旗栖琼鸾，玉衡吐

鸣和。……清辉溢天门，垂庆惠皇家。”[48]沈约《前缓声歌》亦云：“羽人广宵宴，帐集瑶池东。开

霞泛彩霭，澄雾迎香风。龙驾出黄苑，帝服起河宫。……降祐集皇代，委祚溢华嵩。”[49]帝王在宏

大的排场中升仙，在天上享受永恒的荣华富贵，并福佑皇朝，当然是这一连续画面及其背后的寄寓。  



 

三、结论与余论   

 

除墓室两壁外，尚有甬道中的狮子（自题为“师子”）和武士（自题为“直阁”）砖画，就其位置、题材、

题记而言，毫无疑问是对陵墓的守卫〔图八〕。墓顶前坡尚有朱雀，后坡有玄武，墓室两壁上的龙、

虎显然同时又参与了这一组合，形成四象。但是，从龙、虎不位于墓顶左、右两坡与朱雀、玄武同

一层次，前方有仙人引导，且为整个拼砌砖画中形象最大者等情况，并结合北朝陵墓和墓葬材料来

看，龙、虎砖画在墓中更重要的意义，应该还是前述“升仙——出行”组合的前导。另外，墓室和甬

道顶部可能分别有一对日、月，自题为“大日”“大月”和“小日”“小月”。如此，整个南朝陵墓拼砌砖画

形成以下四个层次[50]： 

 

 

〔图八〕 丹阳金家村墓武士与狮子砖画 （左壁， 拓片） 

 

一是墓壁后部的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，如同屏风围绕在墓主（帝王）周围。屏风题材具有装饰性，

也具有表意性。在高士文化流行的大背景下，通过这些“不宾之士”，强调帝王“明王圣主”的品质和追

求。这与南朝正史书写中首次为高士专门列传的现象合拍，也与一些政权故意制造高士的史事吻合，

是南朝特有的历史、政治和文化观念的产物。二是墓壁其他部分形成的由龙虎引导的上层“天人”和

下层仪仗的出行组合，总体上以仪仗卤簿表达身份并以升仙为目的。由于空间的促狭和后部高士题

材的挤压和打破，形成上层压缩于前部而下层展开于底部的布局。这是南北朝陵墓共同的内容，只

是具体题材有所差别和空间布局有所不同而已。三是墓顶的朱雀、玄武和日、月，墓壁上的龙、虎

也部分参与这一层次，配合穹隆顶表达宇宙模式。这是自秦汉以来，中国古代墓葬的永恒传统。四

是甬道的狮子和武士，配合两重墓门，表达对陵墓的守卫。既是一种墓葬传统，又具有时代特色，

如狮子的题材和形象〔图九〕[51]。 

 



 

〔图九〕 南朝陵墓砖画 （成熟期） 布局和意义示意图 作者绘 

 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整体布局与意义是针对成熟时期的陵墓而言，由于材料的限制和对一些较为特

殊的墓葬（如只有“七贤”题材的宫山墓）时代和等级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，这一模式是否具有一个

形成过程或题材增减上的等级意义[52]，目前难有定论。不过，就目前的材料来看，齐、梁时期的

帝陵和以帝陵规格下葬的陵墓（如狮子冲 M1 墓主被较多学者认定为昭明太子萧统[53]），总体上

具有上述较为一致的布局特征，则是没有疑问的。 

 

与北朝陵墓和墓葬对比，二者具有突出的一致性的一面，即以龙、虎引导上层神人神兽和下层仪仗

卤簿出行。这个模式目前看来南朝出现更早，影响到北朝。二者的差别也很明显。如上层出行中，

南朝皆为持节和持物的仙人，北朝则有各种神人神兽（“畏兽”）。 

 

更重要的差别还体现在，南北朝墓葬中虽然皆有以历史人物作为屏风题材的现象，但北朝更多继承

汉代以来传统，以孝子、列女，特别是孝子为主。南朝则另辟蹊径，出现高士题材。这是容易理解

的，对比南北朝正史的高士传记即可看出。梁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载戴颙等 21 人传记、萧子显《南

齐书·高逸传》载褚伯玉等 16 人，唐姚思廉等《梁书·处士传》载何点等 13 人，而北朝仅有北齐魏

收《魏书·逸士传》载眭夸等 4 人。唐李延寿等《南史·隐逸传》共载陶潜等 45 人，而《北史·隐逸传》

仅眭夸等 6 人，南北朝在这方面的观念差别一目了然，而上述推崇高士的特殊历史和政治观念也只

能流行于东晋南朝。《颜氏家训·终制》中就说：“北方政教严切，全无退隐者。”[54]说“全无”恐怕有

些言过其实，也是在为自己屈身北朝推脱，但隐士不为北朝政治所推许则是没有疑问的。北魏无论

是孝文帝改革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，还是当时的实际政治格局，崇尚孝子自然也在情理之中[55]。 

 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此点并不是说南朝统治者不推崇传统孝道，相反由于政局变动频繁，父子兄弟

猜忌尤深，有时还要特别强调孝道。仅梁代帝王父子中，就有梁武帝撰《孝经义疏》十八卷，昭明

太子讲《孝经义》一卷，简文帝《孝经义疏》五卷 [56]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孝子图也被统治者推

崇，如《南史·江夏王锋传》载：“（齐）武帝时，藩邸严急，诸王不得读异书，《五经》之外，唯得

看《孝子图》而已。”[57]南朝画家亦有孝子图和孝子屏风传世已见前述[58]。而且，南朝陵墓中也

并非没有与孝子图有关的内容。如梁元帝终制中说：“吾之亡也，可以王服周身，示不忘臣礼。《曲



礼》一卷，《孝经》一帙，《孝子传》并陶华阳剑一口，以自随。”[59]《孝子传》本身就是孝子图

的直接取材对象，不过是以文字的方式表现和书籍的形式随葬而已。只是在陵墓制度建设这一问题

上，南朝统治者还是放弃了传统的孝子图像，选择了以高士来彰显他们的政治、文化观念，如前所

述，是在魏晋玄学、高士文化流行、统治者“士人化”的背景下，特殊历史、政治观念的产物。当然，

是否是南北朝统治阶层刻意表现出来的墓葬文化差别[60]，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究。 

 

另外，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别，北朝墓葬中的屏风人物多刻画于葬具围屏上，南朝显然缺乏这一层次。

北朝墓葬壁画以墓室后壁的墓主人像为中心，在墓室和墓道两壁展开出行题材，而南朝墓葬的正壁

不见关于墓主的表现，预设的出行主体可能就是墓主尸体及其灵魂本身。东晋南朝人士写作的挽歌

中，往往以墓中的尸体为死后想象的出发点。如陶渊明《拟挽歌辞》云：“肴案盈我前，亲旧哭我傍。

欲语口无音，欲视眼无光。昔在高堂寝，今宿荒草乡。”[61]这种描写直接继承自两晋。如陆机《庶

人挽歌辞》云：“陶犬不知吠，瓦鸡焉能鸣。安寝重丘下，仰闻板筑声。”《挽歌诗》亦云：“重阜何

崔嵬，玄庐窜其间。磅礴立四极，穹隆放（仿）苍天。侧听阴沟涌，卧观天井悬。”[62]皆是以死者

身体为中心进行想象和描述，不知是否与上述直接以墓主尸体为中心的图像布局有关？这里仅存此

一问。总之，在材料不断丰富的情况下，进行南北陵墓和墓葬文化更为深入的联系和对比研究，可

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。 

 

稍可引申的是，上述南朝前期以高士来标榜“明王圣主”的做法，一方面当然是魏晋玄学流风所致。

另一方面，当时门阀士族衰落，寒门武人崛起，再加以政权更迭频繁，大量士人甚至是名士不肯出

仕。这在传统观念下，显然是新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危机。南朝前期的君臣们在积极招隐（现存不少

招隐敕文）的同时，转变传统观念，反过来将其作为政治开明的标榜，或许也是面对此种危机的一

种策略。 

 

附记：本文写作时曾就一些砖画的复原细节问题请教南京博物院左骏、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许志强先

生，得到耐心解答。在学术会议宣读时又得到许多先生的宝贵意见，恕不一一列举（有些已见注释

说明），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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